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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日记》

内容概要

这部日记自一九九零年起，至一九九九年止，前后共十年。其中一九九一年未记，以回忆录代替。本
书取名为《九十年代日记》，阐述了作者在十年中的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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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日记》

作者简介

王元化，一九二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
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
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
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
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
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1996年，王元化与巴金老人一道，被评为上海市文艺艺术杰
出贡献奖，1998年，他的论文集《思辨随笔》，被评为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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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日记》

书籍目录

一九九零年日记
一九九一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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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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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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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日记》

精彩短评

1、记录了作者很多真实的思考，当然有些人会觉的不够热闹噱头不够多。。。。
2、想找的没有找到，中国依然不原谅她，我不喜欢这样的社会
3、旧雨新知，皆可入画。
4、记日记可是个好习惯
5、#1920/11/30-2016/11/30 纪念王元化先生96周年诞辰# 上周回校听平原君讲史料学时述及王元化先生
的九十年代日记，于今喜相逢，整本读下来，收获不小。既能看到先生思想变化的履迹，又能由众多
人事议论获取一些别有意味的文化界之私人印象，可感佩处甚多。
6、这本书是十足的垃圾，买错了！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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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日记》

精彩书评

1、今年春天我为邵燕祥先生的一本著作作文《握有旧船票的文化老人》，其中有这样一段议论：“
之所以我个人很看重这些原生态的资料，是因为诸如邵燕祥先生这样的人物，还具有着很强烈的时代
代表性和典型意义，他们大都在解放前因为向往光明追求自由而参加革命，又因为热爱文艺渴求新知
，并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建国后曾被予以重任，但由于书生气太重而在几十年的历史灾难中受到过漫
长的批判和非人的折磨，等到回归自由和获得新生后，他们没有重新回到歌颂者的行列，而是对过去
的历史和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检讨、批判与反思，并且以其开放、自由和富有勇气的精神力量进行历史
文化甚至社会价值的重建工作。他们的人生梦想，就像手中握有旧船票的乘客，几十年过往，彼岸依
旧在远方。拥有这样的人生历程和精神风骨的老人，就我所知道的，还有李慎之先生、于光远先生、
李锐先生、何满子先生、严秀先生、牧惠先生、王元化先生，等等。如今李慎之、牧惠两位先生已经
撒手西去，王元化先生据说如今在上海病卧床塌，让人牵挂。”这文章作后，北京的一家刊物打算刊
发，据编辑说已经排好版面，只等着印刷了，然而我在这文章中的牵挂还是落空了。5月10日凌晨，王
元化先生在上海的瑞金医院去世。让我只能苦笑的是，若等这文章面世，只有在千里之外为先生遥寄
哀思了。作为晚辈，我与王元化先生从未有过接触。先生于我，只能是思想的启蒙者而已。我最早接
触先生，是因为阅读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的著作。那时对朱学勤的著作真是热读，得知朱先生在人生
困境的特殊时期曾受到过王元化先生的帮助，后来朱先生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复旦大学
答辩委员会上受到非议，也是王元化先生力排众议，使朱学勤的论文起死回生。而如今看，《道德理
想国的覆灭》依然是当代学术著作的经典之作。于是在我的印象之中，王元化先生是识才的伯乐，也
是有胆识的知识分子。后来读朱学勤先生的回忆文章也才知道，因为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王
先生读后，极为赏识，多方打听，给予帮助和关怀。就我所知，王元化先生早年因受“胡风案”所牵
连，几十年精神极度煎熬，平反后曾位居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在八十年代初曾参与起草鸣动一
时的关于异化问题的报告，在思想的解放和启蒙上功不可没，而他在古典文学和西方哲学研究上均有
很深造诣，影响也很大，我在《九十年代日记》中就发现，在他的周围团结着一大批追求真知和理想
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以他这样的人生遭遇和学术地位，对于如朱学勤这样的晚辈的关怀，是必然的也
是十分难得的，于今真可谓学界佳话了。读过朱学勤之后，我就陆续买到了王先生的作品来读，先后
有《思辨随笔》、《思辨发微》、《清园夜读》、《九十年代反思录》、《集外文钞》、《九十年代
日记》、《清园近思录》、《清园文存》，等，他的学生钱钢编选的《一切诚念终将相遇》也想方设
法地买到了，由此对先生的为文和为人都有了更为深入地理解。我很庆幸自己在青春的时节，能够阅
读到朱学勤、王元化等人的著作，而通过他们的著作，我又找到了一条不断深入的精神通道，诸如后
来认真阅读过的顾准、张中晓等思想者的著作，这些青春时节的阅读使自己这颗荒芜的心灵早早地种
上了发芽的种子，在思想与灵魂的深处获得了精神生长的可能。 先生对我思想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
当是2003年河北的《杂文报》上我曾写过的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公民意识》。这篇杂文是从阅读北大
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而引起的，批评季羡林先生在文章中的一种极不合适的臣民思想，由此呼唤我
们这个民族所缺乏的恰恰是真正的公民意识。作为一个学识浅陋的晚辈，敢于写文章向人人敬畏的学
术大家叫板，底气其实恰恰是王元化等诸位学者的思想。在那篇文章之中，我先后引用了李慎之先生
和王元化先生关于公民意识的论述。这引用，也正是因我刚刚阅读完李慎之先生的著作《中国的道路
》和王元化先生的著作《清园夜读》。心里是极大地认同，而所谓自己写杂文，其实就是用这种赞同
的思想去驳斥自己所不认同的思想认识，于杂文写作来说，自己完全是一个文抄公而已。而如今重读
这文章，却依然感到骄傲，那种青春的思考因为获得了精神上的认同与升华而得到的愉悦，闪烁其间
。那时我尚未知道在学术界还有“北有李慎之，南有王元化”这样的说法，也并不知道其实李慎之先
生与王元化先生在思想上的认识并非完全相同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一定都是呼
唤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每个人都具备真正的公民意识，这一点也一定是相同的。王先生归去之后，我才
从学者丁东的回忆文章中知道，这一影响甚大的提法正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如今我们也只能是如学
者摩罗所感慨的那样，现在我们已经是“北无李慎之，南无王元化”了，这些有学识、有见识、有胆
识的知识分子们已经逐个远离我们而去。学识，可以得来；见识，可以得来，但如李慎之和王元化先
生这样有胆识的知识分子，如今真是鲜见了。记得巴金去世的时候，有学者写文章就说巴金那一代的
知识分子的存在，用一句“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想来那真是一种孩
子对于父亲般的精神依赖，读来至今让人温暖。我想我们之所以感到孤单，感到悲伤，不仅仅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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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日记》

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启蒙和引导我们的思想者，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继续在人间奋斗所需要的那种温暖
和依靠。我的身边放着两大册由丁东先生所编辑的《怀念李慎之》，放着一册由钱钢所编选的《一切
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翻来却是内心烫热的疼痛。也就在四月的下旬，几位知识分子还在
北京默默地为李慎之先生举行归去五周年的追思会，而短短半个月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又将去体味另
一位先生归去的伤怀。我默默地念着两册书中那些曾作文纪念的知识分子，不少都是我所熟悉的名字
，他们或已暮年或是正当壮年或还是与我年岁相仿的年轻人，而我相信他们在精神上的不断成长，有
待来日，也将同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精神支柱。由此，想到我在文章中所写到的那句话，“他们
的人生梦想，就像手中握有旧船票的乘客，几十年过往，彼岸依旧在远方。”的确，彼岸未达，人却
已去。一个多世纪以来，鲁迅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巴金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李慎之先生去世
时，我们伤怀；柏杨先生去世时，我们伤怀；王元化先生去世时，我们同样如此伤怀；这仿佛是一个
精神血脉在不断丧失的过程，但反过来看，也还是一条精神血脉延续的过程。虽是让人神伤的微弱，
但毕竟还是有所期待的。5月11日深夜急草 
2、林彪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军队中，尤其是在作战紧急时刻，也许只能
是这样。但推而广之，作为一种组织纪律，就很成问题了。（p4）近日巫术式的气功在在万体馆现身
做法，有老同志两人作顾问，参加者络绎不绝。主席台旁座位，据说可受到气功师的放气治疗，黑市
价已高达万元。气功师一登台，哭者、笑者，叫者，手舞足蹈，乱成一片。从本世纪初兴起的义和团
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九十年了，但萨满式的巫术附体式的狂迷仍一如昔日。（p18）这届学科评议会
简直无法和上届相比。不仅参加成员在学识上相差很远，作风也两样。上届所有老先生都是认真的。
每个人看资料，研究问题，直到深夜，一丝不苟，公正无私。现在却有请托说请种种徇私现象发生。
结果在博导人选上劣进优退，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而品学优异者却往往落选。我们开会时，在北京
高校有些未列入博导候选名单者（比如北师大的某某就是其中之一，他确实应该应该评上），来到京
西宾馆要求容许他到会申诉，但被拒之门外。更有一些人洁身自好，虽受到不公正待遇，却默默隐忍
了。其中有两位后来我见到，他们对此事并无任何表示，这种高尚作风虽令人敬佩，但对教育界弊病
的改革不利。（p33）为《文汇报》改发言稿。上月十一日在双周理论座谈会发言后，不久市委办公
厅来人说朱镕基书记要在报上发表我在会上的发言稿。我说我无底稿。来人说，他们录了音可整理出
交我审阅。两天后办公厅将记录稿送来。我阅后觉得记录准确无误。我考虑到要将内部发言作为书面
公开发表出去，就主动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以免太火气。孰料发言稿交《文汇报》后，报社编辑
又删又改，剩下的原文没有几句，变成一篇言不及义的应酬文了。幸而事先我去声明要看校样。校样
送来时，我看了十分气愤，向编辑说：“你们把稿子改成这样，我不同意。全篇成了‘今天天气哈哈
’，这不是我的稿子，我不同意发表。”这样一争，报馆才将我的原稿送来，并答应不再改动在报上
发表。（p48）我在香港期间为了查阅资料，曾去九龙中央图书馆看书。这个图书馆很大，设备也完
善，但大量藏书都是经济和工具性方面的读物，要借一本《吕氏春秋》却没有。倘要研究英国文学，
这家图书馆也会同样捉襟见肘的。我说英国统治者没有将其母体文化移植到这快殖民地来，就是指此
而言。过去我在上海租界居住时，法租界禁止电影《左拉传》公演，英租界禁止卓别林的《大独裁者
》公演，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p68）一九八六年在金山举行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他（案：马悦然
）也应邀前来参加，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作
些解释，提到翻译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这一说法顿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马上质
问他：“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话音未落，就引起了一片谴责声，在群情激愤下，他
显得有些狼狈。我看到他那发窘的样子，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同情。他的话倘从实际方面去考虑是有一
定道理的。⋯⋯大陆许多作品的翻译，纵使出于著名译者之手，恕我直言，往往是并不好的。翻译不
仅需要母语与外语兼优，而且还需要业务（案：文学素养）的素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有它的独特风
格，有它的蕴藉、含蓄以及意在言外的表现方式，有他带有作者性格烙印的抒情写意的特征⋯⋯这些
都要恰到好处的表达出了，可以说是肯困难肯困难的。那相信马悦然的说法，中国作品能不能获奖，
翻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每逢争论到情急的时候就会出现以意气代理性的慷慨陈词，所以他的多少含
有善意的发言，被表示的激愤的抗议声所淹没，最后直落的一个“马悦然对中国有成见”的坏名声。
（p71）会上有人把当前思想界划为激进、自由、保守三种类型的问题。我对这种划分感到困惑。我
在发言中说，在大陆上我们曾有左中右的三分法，把所有的人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分类，穿上一样的号
衣。这种机械的分类，将人的复杂思想化为一种简单的符号，阉割了人的有血有肉的性格与生命，再
没有比他更粗暴更、更违反真实了。我没有料到，来到夏威夷，也碰到了同样性质的分类法。在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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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日记》

、自由、保守三种人中，如果要我站队，我不知道应该站在哪里。有些方面我的主张是激进的。但在
另外一些事上，我又是很保守的。至于自由呢，我认为自己的思想，基本属于自由主义的。人的思想
很复杂，很难装进一个简单的模式里。是事实早在十多年前，我在《知性的分析方法》（一九八零年
载《上海文学》）一文中，就对“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一时的“抓要害论”（指对事物的分析主要在
于抓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感到厌恶。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抓要害”这一知性观点，经过
任意套用，已经变成一种最浅薄最俗滥的理论。许多人以为抓主要么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
了事物的本质。但事实上，由此所得到的只是与特殊性坚硬对立的抽象普遍性，他是以牺牲事物的具
体血肉（即多样性统一）作为代价的。⋯⋯只有对事物做出全面的考察，才能认识事物的整体，“抓
要害”这种知性的分析方法，其实是支解了事物的具体内容，使之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
薄的抽象。但问题并没有完。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上也兴起了激进、自由、保守三分法的划分。关
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说法，几乎和我在夏威夷会上所听到的一模一样。其间差别只在于我们这里更多用
它来作为一种批判手段，如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是什么主义之类。（p80）我像他们中间大多数人
一样，认为中国主流政治中所含有的封建成分即来源于农民意识。如果要说明形成这一看法的历史背
景和思想背景，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因素：一、早在九十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在探讨农民战争问题时
，就有人提出农民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他们反剥削、反压迫而不反封建，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
义，只成了同义反复的改朝换代。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封建意识的不断侵染，自然经济的
封闭，都使得反封建压迫的农民接济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体系，而产生了以农民意识为特征的封建主义
思想。（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王蒙约我去看北京人艺上演的《狗儿爷涅槃》，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
，文章中说：“一个具有强烈反压迫、反剥削意识的农民，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并没有逃脱封建主义
的束缚。狗儿爷的最高人生追求，就是像他痛恨的地主一样，拥有更多的土地和房屋。”见《思辨随
笔》六一节）三、主流政治思想长期以来就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理论。在此之前，无政府主义
者刘师培在二十世纪初，曾根据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造运动提出了无政府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
。（见《天意报》：《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成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文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承袭了这一观点。从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中
圈去了所有“小资产阶级”一词中的“小”字以来，就使农民从小资产阶级中超脱出来，进入无产者
行列，无工人阶级并驾齐驱，从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而
原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晋升为资产阶级。此后根据思想意识来划阶级的理论等等，就将
知识分子当做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当时根据经济地位来定性的资产阶级已不存在，唯一可以作
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就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所以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先从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开刀。唯一例外的是，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之后一段短暂的松动时期，周恩来曾在中
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曾在广州会议上，先后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帽子的讲话。（可是
在八届十中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又将情况完全扭转过来了。）将
农民和无产者一视同仁的说法和马克思理论是有分歧的。有人曾根据国情不同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
农民特殊论。中国革命长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以及革命干部以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
况，更使农民意识成为中国革命理论中的主导因素。（p82）今天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案：与余英时
的争论），我感到奇怪，我和一些人开头因见解分歧发生争论，甚至双方都由此产生不快，而后来竟
都成为朋友，这是我最初想不到的。我和林毓生的关系如此，跟余英时的关系也是如此。我想能够出
现这种情况，首先在于双方都必须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对于学术民主和自由讨论的选择的尊重，这
才能够虚己服善，平等待人，而不是居高临下，意在求胜。九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出现了一批酷评家
，自以为真理在握，凡是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就被当做异端，恨不得将对手打入畜牲道。因此在大陆上
很少有真正的理论探讨，和你难得有争论后产生的友情。学术领域原本就是追求真理的园地，可是在
我们这里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场所。（p85）那时，我以为毛泽东主要只是吸取继承中国传统的东
西（在大陆学术界这种看法似乎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直到九十年代后半叶，特
别是我开始探讨《社会契约论》的那几年，我发现他以前十分注意苏联的理论概况以及苏联理论家阐
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比如在延安时期战前出版的里昂吉耶夫的经济学，亚
力山大洛夫的哲学之类。延安整风时期刊印的“干部必读”，大概是经他指定的书籍，而这些书也都
是同类性质的。作为他的哲学奠基之作的两论《实践论》与《矛盾论》，更完全是以列宁的《唯物主
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辩证法》以及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两论是
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学说均以此为基础。两论中虽然也偶或涉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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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观念（如知行模式，老子语录，孙子及其他兵家法家的警句，《水浒》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等等
），但这些都只是他所谓的“民族形式”，或用来说明原理，或作为例证而加以援引，而并不是立论
根据。他在倡导人民公社时，想到的是张鲁传的巴黎公社，而人们公社的命名就是由巴黎公社而来。
我觉得列宁的《唯批》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苏共与中共都曾以这部书作为训练高级干部的党校教科书
。大陆理论界长期以来用唯物唯心两条路线的模式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据以划线并判高下，而其
根基则来源于《唯批》。至于“造反有理”虽然主要是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运动的经验，但
也渗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一位友人曾对我说，他的思想主要来自传统。）但我认为并不这样简
单。比如作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改造人性”，这是传统中没有的，而是很可能来自苏联理论界
传入的有关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对卢梭理论的诠释和实践。再如斗争哲学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
重要部分，孔老二没有这个东西，也许和法家传统可以沾上点边，但主要还是他对阶级学说的诠释和
创造性的发展。他的思想渊源是错综复杂的，仅仅用传统去概括，就不免简单和片面了。其中有来自
传统的（但需要对儒释道墨法种种传统加以分辨，更需要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加以区分）；有来自苏联
所介绍的马列主义理论的；也有对传统和外来学说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等等。对于上述三个方面，大陆
学界只强调头一种，承认第三种，忽视第二种。（p92）寄陈昕函用的不是白色信封，投入邮箱后，
始见到上面粘有名片大小的一张小纸，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邮局通告寄信人只准用白色信封。
此地邮局顶出许多土政策，前寄信香港因不和它所订出的许多特殊规则而常被退回。略有小小的权力
，即显示自己的权威，而不惜扰民，良可浩叹。（p112）冬运揭幕前夕，市容多采取临时应急措施。
记得儿时，北平接待国联李顿调查团时，在东华门大街两边树立无数木桩，再覆以宽大白布，以遮掩
后面的杂乱肮脏。《水浒》中王婆曾云：“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亦即此类。这种陋习不知何时得改
？（p169）船向前行驶，经过一座荒凉山峦，他（案：基层公安干部）指着山峦高处一间简陋的破房
对我说，那你曾居住一个贫穷的老妪，只身一人，无人相伴。虽然已经年迈，但为了饮水，天天仍得
下山挑水，后来实在挑不动了，她就吊死在那间屋里。这些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就是如此悲惨。
（p202）途径一处（尚在浙境），遇公路民警拦截，接口超车，索洋百元放行。此等办法，弊端极多
，虽较内地偏远之处如枝山县文明，（案：作者九月游湖北老家遇拦路土匪）但无理则一也。（p211
）见面就听人说他（案：徐雪寒）因忧国忧民身体很不好，这次谈话时，他说了不少激愤的话。五十
年代出，他被卷进抗战时在上海和他共过事的潘汉年案，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不畏强御，正直的
秉性未改，他见不得黑暗丑恶现象，而他所处的地位和能够观察见渊鱼的洞察力，使他看见了不少卑
鄙龌龊的东西。他又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对这类事一直耿耿于怀，因此谈话中常有愤激语。别人说
他忧国忧民把身体搞坏了，这倒是确实的。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内聚集了一批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很
不平常的现象。这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当时我们这批乳臭味干的青年，入党不久，受到党内这种空
气的熏陶，很不不懂得趋承上意那些政治陋习，只知唯真理是从，始终保持着青年的朝气和理想。可
是，这批不谙世事在温室里长大的人，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个个都挨了整，几乎全军覆没，无
一幸免。（p318）吴敬琏寄来所作《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文中颇可采录：海耶克（案：今译哈耶
克）在批判“自然道德”本能的，狭隘的道德规范时，强调了自私与自利的区别。（参见《通向奴役
之路》）自私发自人的求生本能，他是所谓geo，强调私己的生命和享乐，为了私己利益时刻准备侵犯
他人权利，甚至可以把他人的生命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自利则是基于人的理性，它虽然强调自己的
利益，但是从理性出发，特别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出发，时刻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
益而与他人利益做某种妥协。自利的人维护他人和自己的产权，并准备为维护合作规则付出代价。（
按照弗格森Adam Ferguson《A Thesis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的定义，只有自利的人才可称作文
明的人，而自私的人则仍停留在野蛮人的状态。）对自私的人而言，根本谈不上交换关系的建立。一
群自私的人，只能在霍布斯（Thomas Hobbs）《利维坦》所说的“也蛮丛林”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
战争”中，很快的死去。为避免这种命运，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和政府权威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
手段。洛克继而提出民主政治的概念。西方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互相尊重，由“生命、基本自
由和财产权利”组成的产权，其神学传统中理性化来。（p370）茅（案：茅于轼）之后，有人出言多
带攻击性，对朱维铮、张汝伦大肆诋毁，这也难怪，目前学界正式酷评之风盛行的时候。凡行此道者
，不思以理服人，只图气势汹汹之谩骂，使人慑服也。（p457）杨国枢对我说，我对激进主义所做的
界说，即“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很好。（p463）李（案：李宗霖）到柜台开
房间，我们三人每人一间，房价亦昂，李说在新台币五千以上。房间内灯具俱由电子控制，浴室十分
宽敞，设备齐全，有澡盆、淋浴及浴池。浴盆外放置两个日本人洗澡的木桶，以备冲淋。这是我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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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方（包括在日本的饭店中）所未见过的。台湾收日本生活方式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我曾问过
台湾友人，他们说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人侵台时，台湾的原居民（多为高山族）亦曾奋
起抵抗。但侵占以后，行怀柔政策，与侵略大陆时一味强取豪夺，采取血腥统治不同。台湾光复后，
国民党军队进入，不思抚慰，反酿成二二八大血案，以置民心丧失，良可叹息。（p472）《大学生》
杂志做了一次对大学生“文化大革命”认识的调查，其结果令人震惊。百分之八十的同学自认为对“
文化大革命”的了解仅限于“听说过一点”：不少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起止年月及标志。在问
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时，有人答：由个别领导或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在问未赶上“文化大
革命”时有何感想时，有人说遗憾，失去一次锻炼机会。在问及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说
未尝不可，“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方式可抑制当前的社会腐败。对于今天总结“文化大革命”
的现实意义，有人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人说他的意义只不过是一段历史而已，有人说在于为发动
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做准备。呜呼！这就是天之骄子，国家栋梁的大学生对“史无前例”的认识！
才刚刚过去二十二年，我们就把最不该忘记的一段历史忘成这个样子！极力主张建立“文化大革命”
博物馆的巴金先生当哭！（p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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